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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一个政府－企业两期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框架下， 考察了存在技

术差异的两国进行异质性商品贸易时的均衡关税选择， 以及这种技术差异如何影响

双边关税减让所释放的福利在两国间和各国内的分配模式。 本文分析表明： 当贸易

品替代性较弱时， 技术占优国家倾向于设置更低的关税； 而当替代性较强时， 结果

则恰好相反。 在一个商品间交叉价格弹性为零的条件下， 双边关税同等减让会使由

贸易自由化引致的福利增进向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倾斜， 而平衡减让则会使技术相

对落后的国家获利更多。 对特定国家而言， 总体福利的增长总是以关税收入的减少

为代价， 而额外福利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则由关税减让的方式和两国的相对

技术水平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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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正式成立以来， 贸易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 并成为

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 经过数回合双边和

多边谈判， 全球贸易壁垒被大幅削减， 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随着跨国要素流动和国

际分工深化， 全球性生产活动效率大大提高。 然而， 贸易自由化的道路是艰难而曲

折的， 自由化程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平衡的。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贸易自由化进程

在世界各国的不同步现象， 以及贸易谈判充满不确定性的根源？
世界各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不尽相同，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非合作条件

下， 各国的最优关税水平因经济规模、 消费偏好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了

分化。 很多文献在理论层面对最优关税进行了研究， 博弈论是它们最常使用的工

具。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５３－１９５４） ［１］首开先河， 在一个两国模型中分析了最优关税选择和

双边关税动态， 并证明了一国可以通过施加进口关税以提高本国福利 （即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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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会招致另一国的关税报复）。 在此基础上， Ｇｒｏｓ （１９８７） ［２］、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 和 Ｗｉｇｌｅ
（１９８９） ［３］、 Ｓｙ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２００２） ［４］将国家的经济规模这一因素考虑进来， 指出当一

国的经济规模足够大时， 相较于自由贸易时的状态， 选择非合作纳什均衡下的关税

水平能为其带来更多的福利， 并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 最优关税水平也将不断提

高， 因此大国最终将赢得贸易战 （Ｋｅ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Ｒｉｅｚｍａｎ， １９８８） ［５］。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 等
（２０１３） ［６］将异质性企业模型纳入分析框架研究了同样的问题，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

论。 在本文的模型中， 国家异质性的来源由经济规模变为产品和技术， 由此可以分

析技术差异如何塑造了双边关税不对等的格局， 以及贸易品的可替代程度在这一机

制中所扮演的角色。
尽管在非合作环境中， 各国设置进口关税是出于最大化本国福利的考虑， 但相

较于双边零关税的情形， 关税壁垒对贸易双方仍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福利净损失

（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 １９９９） ［７］。 贸易自由化增进双边福利的可能性为以互减关税为

目标的贸易谈判提供了契机， 但在双边关税减让过程中的福利分配不均往往使谈判

变得微妙而复杂。 目前， 相关文献大多聚焦于论证双边或多边关税谈判在经济意义

上的合理性 （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 ２００１［８］； 盛斌， ２００１［９］ ）， 以及测算贸易自由化

对特定国家或特定群体的福利效应 （Ｏｓｓａ， ２０１１［１０］， ２０１４［１１］； 盛斌， １９９５［１２］； 陶

剑， １９９９［１３］； 施炳展和张夏， ２０１７［１４］ ）， 而鲜有研究在理论上分析随着关税谈判

的进行和关税减让的实施， 贸易自由化福利在不同国家间和同一国家内的不同部门

间的分配模式。 本文将利用一个包含两个国家的两期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框架， 阐明

在一条可行的关税谈判路径上， 双边关税减让所释放的额外福利在国家间和各国内

的分配因技术差异而呈现出的偏向性。
本文是对 Ｂａｇｗｅｌｌ 和 Ｓｔａｉｇｅｒ （１９９９） 的直接扩展。 Ｂａｇｗｅｌｌ 和 Ｓｔｒａｉｇｅｒ （１９９９）

使用一般化的模型设定分析了两个代表性国家在静态关税博弈中的决策， 并证明了

作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 基础性原则之一的对等原则的有效性———基于对

等原则的关税减让可以同时提高贸易双方的福利水平， 并实现政治最优结果， 但这

一结论仅适用于对称国家①。 尽管作者对非对称的情形也进行了一些讨论， 但结

论显得抽象和模糊。 一方面， 本文则将研究的重点放在非对称国家上， 这种非对

称性主要表现为两国生产技术的差异性和贸易商品的异质性。 另一方面， 模型设

定变得更加具体， 只保留了部分具有启发意义的可控参数， 因而其泛化能力有所

下降。 作为补偿， 该模型能够更加精确和直观地展示两国关税选择的分化和关税

减让过程中福利分配的偏向是如何被技术和产品差异塑造的。 另外， 本文在技术

上细化了对等原则的内涵， 比较了在两种源于对等原则概念不同解释的双边关税

减让方案 （同等减让和平衡减让） 下， 关税谈判过程中福利分配模式的特征及

其依附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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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设定

假设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 国家 ｉ 生产同质的基准商品和异质性商品 ｉ ， 商

品 ｉ 除满足国内需求外， 还被出口至国家 ｊ（ ｉ≠ ｊ； ｉ， ｊ∈ Ｂ， Ｂ ＝ １， ２{ } ） 。 两国消

费者的偏好相同， 均可用如下的效用函数加以描述：

Ｕｉ， ｊ ＝ ｑ０ ＋ α ｑｉ ＋ ｑ ｊ( ) － １
２
β ｑ２ ｉ ＋ ｑ２ ｊ( ) － １

２
γ ｑｉ ＋ ｑ ｊ( ) ２

该效用函数基于 Ｍｅｌｉｔｚ和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 ［１５］。 其中， ｑ０ 、 ｑｉ 和 ｑ ｊ 分别表示基

准商品 （计价物）、 商品 ｉ和商品 ｊ的消费量。 参数 α和 γ 与消费者在异质性商品和

基准商品之间的选择模式有关： 当 α 提高或 γ 下降时， 需求会向异质性商品倾斜。
参数 β 则反映了异质性商品间的差异化程度。 随着 β 的增长， 商品 ｉ 和商品 ｊ 的差

异性增强而替代性减弱， 消费者会越来越重视收入在两种商品之间的适当分配。 参

数 α 、 β 和 γ 均非负。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消费者而言， 假定 ｑ０ ＞ ０， 则商品 ｉ（ ｉ ∈
Ｂ） 的逆需求函数为：

ｐｉ ｑｉ， ｑ ｊ( ) ＝ α － β ＋ γ( ) ｑｉ － γ ｑ ｊ （１）
简便起见， 不失一般性地设 β ＋ γ≡ １， （１） 式可以被改写为：

ｐｉ ｑｉ， ｑ ｊ( ) ＝ α － ｑｉ － γ ｑ ｊ

其中， ０≤ γ≤１。 每个国家均由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代表性企业组成， 政府负

责制定关税， 而企业则生产相应的商品。 基准商品的生产技术跨国共享， 且单位基

准商品的生产成本为 “１”， 因此两国企业均不从生产和销售基准商品中获利。 另

外， 企业 ｉ （隶属于国家 ｉ） 和企业 ｊ （隶属于国家 ｊ） 分别独立地掌握生产商品 ｉ 和商

品 ｊ 的技术。 记生产单位商品 ｉ 和商品 ｊ 的成本分别为 ｃｉ 和 ｃｊ（ｃｉ， ｃｊ ＜ α） ， 且 ｃｉ ≠
ｃｊ ， 即两国企业生产异质性商品的技术效率存在差异。 两个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共同

参与到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之中， 以上所述皆为公共信息。 博弈时序如下：
Ｓ１： 两国政府同时设置从量进口关税水平 ｔｉ ， ｉ∈ Ｂ ；
Ｓ２： 两国企业在观察到各国政府设置的关税水平后， 同时选择其所生产的商

品在国内市场的供给量 ｄｉ 和国外市场的出口量 ｆｉ ， ｉ∈ Ｂ ；
Ｓ３： 两国政府各自获得基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效用 Ｕｉ ， 企业则获得在两国市场

销售商品的总利润 Πｉ ， ｉ∈ Ｂ 。

三、 均衡时的关税选择

在分析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问题时， 逆向归纳往往能提供很多便利。 首先， 考虑

上述博弈进行至第二期时企业的产量选择。 在第二期， 观察到两国政府制定的关税

ｔｉ， ｔ ｊ( ) 后， 企业 ｉ 选择 ｄｉ 和 ｆｉ 以最大化从两国市场中获得的总利润。 记企业 １ 和

企业 ２在均衡时的产量选择分别为 ｄ∗１ ， ｆ∗１( ) 和 ｄ∗２ ， ｆ∗２( ) 。 对于企业 ｉ 而言， 给

定企业 ｊ 的生产策略 ｄ∗ｊ ， ｆ∗ｊ( ) ， 商品的跨国运输成本忽略不计， 最优反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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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 ， ｆ∗ｉ( ) 一定是如下问题的解①：
ｍａｘ
ｄｉ， ｆｉ
Πｉ ＝ ｐｉ ｄｉ， ｆ∗ｊ( ) ｄｉ ＋ ｐｉ ｆｉ， ｄ∗ｊ( ) ｆｉ － ｃｉ（ｄｉ ＋ ｆｉ） － ｔ ｊ ｆｉ

该优化问题的两个一阶必要条件是：
ＦＯＣｄｉ： α － ２ ｄｉ － γ ｆ∗ｊ － ｃｉ ＝ ０ 　 　
ＦＯＣ ｆ ｉ

： α － ２ ｆｉ － γ ｄ∗ｊ － ｃｉ － ｔ ｊ ＝ ０

注意到这两个一阶条件同时也是充分的②。 由此可得：

ｄ∗ｉ ｆ∗ｊ( ) ＝
α － γ ｆ∗ｊ － ｃｉ

２
（２）

ｆ∗ｉ ｄ∗ｊ( ) ＝
α － γ ｄ∗ｊ － ｃｉ － ｔ ｊ

２
（３）

由于 ｉ≠ ｊ且 ｉ， ｊ∈Ｂ ， 式 （２） 和式 （３） 实际上分别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方程。
联立以上 ４个方程， 求解 ４个未知数可得：

ｄ∗ｉ ｔｉ( ) ＝
α（２ － γ） ＋ γ ｃｊ ＋ ｔｉ( ) － ２ ｃｉ

４ － γ２
（４）

ｆ∗ｉ ｔ ｊ( ) ＝
α（２ － γ） ＋ γ ｃｊ － ２ ｃｉ ＋ ｔ ｊ( )

４ － γ２
（５）

式 （４） 和式 （５） 分别给出了在已知关税水平后， 企业 ｉ 在国内和国外两个

市场上选择生产和销售商品 ｉ 的数量。
接下来， 回到博弈的第一期来考虑政府的关税决策。 由于信息是完全的， 任何

一国的政府都知晓各国企业在第二期的策略。 在此基础上， 政府通过制定合适的关

税以最大化自身效用。 一般而言， 政府的效用基于整个国家的福利 Ｗｉ ， 即 Ｕｉ ＝
Ｕｉ（Ｗｉ） 。 简便起见， 令 Ｕｉ ≡ Ｗｉ 。 本模型中， 国家福利有三个来源———企业利润

（Π） 、 消费者剩余 （ＣＳ） 和关税收入 （ＴＲ） 。 利用式 （４） 和式 （５）， 均衡时， 上

述三项在国家 ｉ 中的值可分别被表示为：
Πｉ ｔｉ， ｔ ｊ( ) ＝ ｄｉ

∗２（ ｔｉ） ＋ ｆ∗２ｉ ｔ ｊ( )

ＣＳｉ ｔｉ( ) ＝ １
２

ｄｉ
∗２（ ｔｉ） ＋ ｆ ｊ∗２（ ｔｉ）[ ]

ＴＲ ｉ ｔｉ( ) ＝ ｔｉ ｆ∗ｊ （ ｔｉ）　 　 　 　 　 　
　 　 记政府 １和政府 ２在均衡时设置的关税水平分别是 ｔ∗１和 ｔ∗２ 。 对政府 ｉ 而言， 给

定政府 ｊ 制定的关税 ｔ∗ｊ ， 最优反应 ｔ∗ｉ 一定是如下问题的解：
ｍａｘ

ｔｉ
Ｗｉ ｔｉ， ｔ∗ｊ( ) ＝ Πｉ ｔｉ， ｔ∗ｊ( ) ＋ ＣＳｉ（ ｔｉ） ＋ ＴＲ ｉ（ ｔｉ）

该优化问题的一阶必要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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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博弈论中， 策略是信息集到行动集的映射。 根据这一定义， 均衡时， 企业 １ 和企业 ２ 生产策略更正

式的表达形式应该是 ｄ∗１ （ ｔ１， ｔ２）， ｆ∗１ （ ｔ１， ｔ２）[ ] 和 ｄ∗２ （ ｔ１， ｔ２）， ｆ∗２ （ ｔ１， ｔ２）[ ] 。

②验证
２Πｉ

 ｄ２ｉ
＝

２Πｉ

 ｆ２ｉ
＝ － ２ ＜ ０， 故两个一阶必要条件均是充分的。



α（２ － γ） － γ２ ＋ ３γ ＋ ２( ) － γ ４ ＋ γ２( ) ｃｉ ＋ ５ γ２ － ４( ) ｃｊ ＋ ７ γ２ － １２( ) ｔｉ ＝ ０
这个一阶条件同时也是充分的①， 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

ｔ∗ｉ ＝
α（２ － γ） － γ２ ＋ ３γ ＋ ２( ) － γ ４ ＋ γ２( ) ｃｉ ＋ ５ γ２ － ４( ) ｃｊ

１２ － ７ γ２
（６）

式 （６） 给出了在这个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中， 政府 ｉ 在第一期所制定

的关税水平②。
本文重点在于解释跨国技术差异如何造成了关税水平的分化。 为此， 考虑两国

均衡关税水平之差：

ｔ∗１ － ｔ∗２ ＝
γ３ ＋ ５ γ２ ＋ ４γ － ４( ) （ｃ２ － ｃ１）

１２ － ７ γ２
（７）

令 ｇ（γ） ＝ γ３ ＋ ５ γ２ ＋ ４γ － ４。 可以证明， 函数 ｇ（γ） 在其定义域 ０， １］[ 上有且

仅有一个零点③。 记这一零点为 γ ， 由式 （７） 可知： 当 ０ ≤ γ ＜ γ 时， ｇ（γ） ＜ ０，

ｃ１ ＜ ｃ２ 意味着 ｔ∗１ ＜ ｔ∗２ ； 当 γ ＜ γ≤１时， ｇ（γ） ＞ ０， ｃ１ ＜ ｃ２ 意味着 ｔ∗１ ＞ ｔ∗２ 。 这里的

经济学直觉是： 当异质性商品间的差异性较强而替代性较弱 （β 较大， γ 较小） 时，
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 （生产相应商品的单位成本较低） 不必担心进口他国商品对

本国商品市场的冲击， 因为进口商品所带来的大量消费者剩余的增长足以弥补企业

在本国市场少量的利润损失。 因此， 技术占优国家倾向于设置较低的关税水平； 而

当异质性商品间的差异性较弱而替代性较强 （β 较小， γ 较大） 时， 即使是与技术

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贸易， 少量的进口也足以对国内市场产生可观的影响。 此时，
扩大进口对本国企业造成的利润损失已经超过其对消费者剩余增长的贡献。 因此，
技术占优国家倾向于设置较高的关税水平以防止本国福利在低贸易壁垒情况下的净

流失。 基于以上分析， 可总结出如下命题：
命题 １： 若两国贸易品的替代性较弱 （差异较大）， 则相较于技术落后的国家，

技术占优国家倾向于将关税设置在更低的水平， 反之则反。

四、 关税谈判的必要性及其可行路径

在分析关税谈判的福利分配模式之前， 必须确认由其引致的贸易自由化为谈判

各方带来了福利增进 （否则， 福利分配问题无从谈起）， 并找出能使谈判有效运作

的可行方案。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 关税谈判是以谈判各方互相减让关税 （即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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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①验证
２Ｗｉ

 ｔ２ｉ
＝

７ γ２－ １２

４ － γ２( ) ２
， ０ ≤ γ≤ １使其为负， 故一阶必要条件是充分的。

为了阐述的方便， 在博弈达到均衡时， 约定各国政府对进口商品施加正关税 （即 ｔ∗ｉ ＞ ０， ｉ∈ Ｂ） ， 各

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商品供给量也均为正 （即 ｄ∗ｉ ＞ ０， ｆ∗ｉ ＞ ０， ｉ∈ Ｂ） 。

证明： 函数 ｇ（γ）的一阶导数为 ｇ′（γ） ＝ ３ γ２ ＋ １０γ ＋ ４。 注意到对∀γ∈［０， １］ ， 恒有 ｇ′（γ） ＞ ０， 这

表明函数 ｇ（γ） 在 ［０， １］ 上单调递增。 又 ｇ（０） ＝ － ４ ＜ ０而 ｇ（１） ＝ ６ ＞ ０， 故函数 ｇ（γ） 在区间 ０， １[ ] 上

有且仅有一个零点。 证毕。



自由化） 为目标的一种双边或多边合作形式。 使处在非合作性关税博弈均衡中的

各国转向合作性关税谈判的驱动力， 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的角度而言， 是

关税谈判的参与者可以从这种双边或多边关税谈判中同时获得的额外福利。 在本文

的模型中， 对于关税被设置在由博弈均衡决定的水平上的两国而言， 进行关税谈判

之所以必要， 是因为通过互相减让关税以达到某些更低水平的关税组合对任何一方

均是有利可图的。 此外， 即使关税谈判所设定的目标是令人满意的， 谈判的过程也

可能充满曲折和艰辛， 甚至因为短期或局部的利益冲突而被迫终止。 从这个意义上

讲， 只有那些理论上切实可行的谈判路径， 才是福利分配效应的分析对象。
（一） 贸易自由化福利的存在性

由以上推导可知， 在一国政府看来， 本国的福利水平仅取决于两国的关税大

小。 因此， 就某一国家而言， 如果给定福利水平， 就可以得到一系列使本国福利达

到该水平的双边关税组合。 在二维坐标平面 （坐标轴度量各国关税水平） 上， 这

些组合以点的形式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一条反映在特定福利水平下， 该国所设置的

关税如何随另一国关税策略的变化而变化的轨迹。 在这条轨迹上， 由于任意一点所

代表的关税组合都可使该国福利达到同一水平， 本文称之为等福利曲线。 以国家 １
为例， 图 １展示了其在某一福利水平下的等福利曲线。

等福利曲线拥有一些颇具应用价值的良好性质， 仍以国家 １ 为例来讨论。 首

先， 如图 １所示， 当国家 １选择关税 ｔ∗１时， 曲线的斜率恰好为零①。 事实上， 这是

国家 １所有等福利曲线的共有性质———对于改变给定福利水平后得到的新曲线， 这

一性质同样适用。 其次， 与无差异曲线类似， 二维平面内的任意两条相异等福利曲

线不相交。 因此， 在图 １所示的等福利曲线的上方和下方还分布着许多形态相似的

曲线， 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 １的等福利曲线族。 最后， 由国家福利函数可知， 给定

国家 １的关税水平， 国家 ２降低关税将会提高国家 １的福利。 这意味着对国家 １ 而

言， 位置更低的等福利曲线所代表的福利水平更高。 关于这些性质的详细证明， 参

见备索资料②。
交换图 １中横纵坐标轴的位置， 保持曲线的基本形态不变， 根据参数值的变化

进行相应的调整， 就可以得到国家 ２ 的一条等福利曲线。 国家 ２ 的等福利曲线

（族） 具有之前提到的所有性质———选择均衡关税时曲线斜率为零， 两两曲线不相

交， 以及曲线所代表的福利水平随其位置的下移而增加。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两国关

税策略的变化对双方福利水平的影响， 可以将国家 ２ 的等福利曲线 （族） 绘制在

图 １所示的坐标系中。 为了分析和解释的方便， 如图 ２所示， 只有交点为 （ ｔ∗１， ｔ∗２）
的两条曲线 （Ｃ１ 和 Ｃ２ ， 分别为国家 １ 和国家 ２ 在对应福利水平下的等福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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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实上， 正如图 １所展示的那样， 这一性质还可以被扩展为： 记国家 １设置的关税水平为 ｔ１。 在国家１的

同一条等福利曲线上， 若ｔ１ ＜ ｔ∗１， 则曲线斜率为正； 若ｔ１ ＞ ｔ∗１， 则曲线斜率为负； 若ｔ１ ＝ ｔ∗１ ， 则曲线斜率为零。
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询、 下载。



被保留①。 点 Ｅ 刻画了两国关税博弈的均衡状态， 并且在这个位置上， 曲线 Ｃ１ 的
斜率为零而曲线Ｃ２ 的斜率为无穷大②。 注意到以博弈均衡为起点， 双边贸易自由化

使相互减让后的关税组合分布在点 Ｅ 的左下方， 但并非所有的关税减让目标都同

时增进了两国的福利。 例如， 图 ２中的点 Ｘ和点 Ｚ均是双边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可能

达到的状态， 但由等福利曲线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性质可知， 经过点 Ｘ 的国家 １的等

福利曲线对应的福利水平低于曲线 Ｃ１ ， 而经过点 Ｚ 的国家 ２ 的等福利曲线对应的

福利水平低于曲线 Ｃ２ 。 只有二者的折中方案， 如图 ２ 中的点 Ｙ ， 才能同时满足双

向关税减让和双边福利增进这两个条件。 更一般地， 对所有分布在图 ２浅灰色区域

的点所代表的关税组合而言， 相较于点 Ｅ ， 它们对应的双边关税水平更低而福利

水平更高， 因而成为可以被各国接受的关税谈判目标。
（二） 可行的关税谈判路径

前文已证明， 如果关税谈判的目标是合适的， 则两国都可从双边贸易自由化中

获得额外的福利增进。 在通向既定目标的过程中， 随着谈判的进行和双边关税减让

的实施， 两国的福利水平不断增长。 然而， 如果对至少一国而言， 在达到谈判目标

之前， 本国福利已增长至超过目标关税所对应的水平， 该国便不愿接受使国家福利

回到更低水平的后续关税减让程序， 从而提前终止谈判， 这导致最初的关税谈判目

标无法实现③。 因此， 在确立了基于双边福利增进的贸易自由化目标后， 两国还必

须制定一套可行的关税减让方案， 使关税谈判顺利进行。
我们以几何方法来说明一条可行的关税谈判路径所应具备的特征。 如图 ３ 所

示， 将图 ２中的浅灰色区域放大， 若其上存在某一点 （记为 Ｒ） ， 使经过该点的两

条来自不同国家的等福利曲线 （记为 Ｃ′１ 和 Ｃ′２） 相切于此， 则点 Ｒ 为 “谈判结束

点”④。 注意到在任何一个谈判结束点上， 如果关税组合发生改变， 则至少有一个

国家的福利状况将会恶化， 因而任何额外的关税谈判都不会发生。 尽管从关税谈判

的起始点到结束点有无数条可能的路径， 但仅有部分是实际可行的， 它们分布在图

３所示的由等福利曲线 Ｃ１ 、 Ｃ′１ 、 Ｃ２ 和 Ｃ′２围成的深灰色区域中， 曲线 ＥＱＲ 就描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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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值得注意的是， 在图 ２中对国家 ２而言， 由于横轴表示国家 １设置的关税水平， 位于曲线 Ｃ２ 左侧 （而
不是下方） 的等福利曲线所代表的福利水平更高。

②由等福利曲线的第一条性质可知， 在曲线Ｃ１上， 有
ｄ ｔ２
ｄ ｔ１

( ) Ｃ１ ｔ１＝ ｔ
∗
１
＝ ０。 相应地， 在曲线Ｃ２上， 有

ｄ ｔ１
ｄ ｔ２

( ) Ｃ２ ｔ２＝ ｔ
∗
２
＝ ０。 在图 ２所示的坐标系中， 曲线上点 ｔ１， ｔ２( ) 处的斜率为

ｄ ｔ２
ｄ ｔ１
， 故曲线Ｃ２在点 Ｅ 处的斜率为

ｄ ｔ２
ｄ ｔ１

( ) Ｃ２ ｔ２＝ ｔ
∗
２
＝¥。

应当注意到， 提前终止谈判可能有损国家声誉， 甚至招致他国的报复性关税， 从而动摇两国在双边贸

易自由化领域的合作基础， 但这已超出本文的分析范围。
根据定义， 任何谈判结束点都位于图 ２中的浅灰色区域， 因而它们也是为两国共同接受的关税谈判目

标。 在字面意义上， 谈判结束点也可被称为谈判的 “最终目标”， 而其余增进双边福利， 但仍有相互减让空

间的关税组合则相应地成为谈判的 “阶段性目标”。 考察从关税博弈的非合作均衡到关税谈判的最终目标这

一过程中两国的关税组合动态， 有助于完整地揭示一条可行的关税谈判路径的基本特征。 事实上， 文中的分

析技术可以很方便地被扩展至以 “阶段性目标” 为终点的局部路径。



其中一条可行谈判路径的形态———路径上的每一点都位于深灰色区域中， 从而确保

沿着这条路径进行的关税谈判对两国福利水平的提升始终是有利的。 曲线 ＥＳＲ 和

ＥＴＲ 则提供了两个典型的反例： 若关税谈判沿着路径 ＥＳＲ 进行， 则在谈判初期，
国家 １关税减让的程度相对更大， 这使得国家 ２的福利水平在点 Ｓ 处就达到了最大

值 （与等福利曲线 Ｃ″２对应）， 谈判就此终止； 若关税谈判沿着路径 ＥＴＲ 进行， 则

国家 ２在谈判初期将更多地履行关税减让的承诺， 这使得国家 １ 的福利水平在点 Ｔ
处就达到了最大值 （与等福利曲线 Ｃ″１ 对应）， 从而拒绝按照原定路径进一步削减

关税。

　 图 １　 国家 １ 的一条等　 　 图 ２　 增进双边福利的关税　 　 　 图 ３　 可行的关税谈判　 　
　 　 　 　 福利曲线　 　 　 　 　 　 　 　 谈判目标分布　 　 　 　 　 　 　 　 路径的分布

五、 关税谈判的福利分配偏向

上文的分析表明， 如果关税减让目标能增进双边福利， 同时关税谈判沿着可行

路径开展， 则谈判会顺利进行直至实现既定的目标。 尽管谈判双方都能从这种合作

性谈判中获得利益， 但这些利益在国家间和国家内的分配表现出显著的偏向性———
给定关税谈判的目标和路径， 两国的福利水平随着谈判的进行而获得不同程度的增

长。 另外，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 因关税谈判而产生的额外福利被企业、 消费者

和财政部门以不同比例吸收。 在本文的模型中， 跨国技术差异在解释关税谈判中的

福利分配偏向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尽管关税谈判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但对等原则仍然为当今的双

边或多边贸易磋商， 特别是就关税问题展开的谈判， 提供了一套被广泛认可并共同

遵循的基础性规则。 然而， 目前关于对等原则的准确含义， 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理

解，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尤甚。 很多文献也对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对等原则

进行了研究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 ａｎｄ Ｉｒｗｉｎ， １９８７［１６］；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 ２００１［１７］； 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１８］）， 它们在概念上或技术上赋予其定性或定量意义， 但并没有

达成一致。 崔凡和洪朝伟 （２０１８） ［１９］则认为对等原则所包含的相等性并没有被严格

界定， 这是当今贸易谈判中很多潜在分歧的主要来源， 并指出对等原则的曲解和滥

用可能与 ＷＴＯ所奉行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相抵触。 尽管关于对等原则实质性内涵的

解释包含很多争议， 但就观点的立场而言，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强调对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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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同等性， 这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推崇的贸易理念； 另一类则认为互

惠与共赢才是对等原则的初衷，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其坚定的拥护者。 据

此， 本文将基于对等原则的双边关税减让方式相应地模型化为两类： 同等减让和平

衡减让。 同等减让 （强调绝对同等性） 意指关税谈判双方对他国商品征收的从量

关税同时削减相等的数量， 而平衡减让 （强调互惠共赢性） 则要求双方根据各自

当前的进口量减让关税， 以使给予对方的关税优惠总额相等。 接下来， 简便起见，
假定进行关税谈判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且商品 １和商品 ２的交叉价格弹性为零 （即
γ ＝ ０） ， 在此前分析的基础上， 将分别讨论在上述两种不同的关税减让情形下， 以

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状态为起点， 贸易自由化福利在两国间和各国内的分配模式以及

跨国技术差异如何对其产生影响。
１ 情形一： 同等减让

如前所述， 在同等减让的方案下， 谈判双方将对单位进口商品所征关税进行等

量削减。 记 Δ ｔｉ 为国家 ｉ 关税的累积净减少量 （Δ ｔｉ ＞ ０） 。 在关税减让路径上， 实

际的双边关税组合是 ｔ∗ｉ － Δ ｔｉ， ｔ∗ｊ － Δ ｔ ｊ( ) 。 同等减让意味着 Δ ｔｉ ＝ Δ ｔ ｊ 。 令 Δ ｔｉ≡ ｘ ，
ｉ∈ Ｂ ， 则削减关税后国家 ｉ 的福利水平 （用 ＷＥ

ｉ 表示） 为：

ＷＥ
ｉ ｘ( ) ＝ Ｗｉ ｔ∗ｉ － Δ ｔｉ， ｔ∗ｊ － Δ ｔ ｊ( ) ＝ Ｗｉ

α － ｃｊ
３

－ ｘ，
α － ｃｉ
３

－ ｘ
æ

è
ç

ö

ø
÷ （８）

式 （８） 中的代换用到了表示博弈均衡时两国关税策略的式 （６）。 出于技术上

方便的考虑， 假定关税谈判和减让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即 ｘ 为一连续变量。 随着关

税谈判的持续推进， ｘ 的值不断增加。 为了考察贸易自由化带来的额外福利在国家

间的分配， 本文重点是关税削减在边际上对各国总体福利增长的贡献。 记国家 ｉ 关
税减让的边际福利改进为 ＭＷＰＥ

ｉ ， 由式 （８） 可得：

ＭＷＰＥ
ｉ （ｘ） ＝

 ＷＥ
ｉ （ｘ）
ｘ

＝
α － ｃｉ
３

－ ｘ
４

（９）

式 （９） 给出了国家 ｉ 的总体福利水平在关税削减量为 ｘ 处的边际增长量。 假

定削减后的各国进口关税始终为正， 可以证明基于双边关税同等减让的关税谈判路

径是可行的①。 给定 ｘ ， 进一步考虑两国福利的边际改进之差：

ＭＷＰＥ
１ ｘ( ) － ＭＷＰＥ

２ （ｘ） ＝
ｃ２ － ｃ１
３

（１０）

式 （１０） 表明， 在同等减让的条件下， 无论关税谈判的进程如何， 具有技术

优势的国家 （即单位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 总能在边际上获得更多的福利增长。
这也意味着在关税逐步减少至当前水平的过程中， 其总福利增量必定超过技术落后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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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证明： 在关税减让过程中各国保持进口关税始终为正意味着 ０ ＜ ｘ ＜ ｍｉｎ
α － ｃ１
３ ，

α － ｃ２
３{ } 。 由式 （９） 可

知， 对于任意符合条件的 ｘ ， 恒有ＭＷＰＥ
ｉ （ｘ） ＞ ０， ｉ∈Ｂ 。 这表明在关税谈判的任意阶段， 两国的福利水平总

能从中获得额外的增长。 证毕。



的国家①。 换言之， 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更多地被技术占优的国家吸收。 这里的经济

学直觉是： 当关税博弈处于均衡时， 技术占优国家由于生产成本较低而出口相对较

多。 因此， 如果双方承诺以同等减让的方式削减关税， 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将因享

受他国进口关税优惠的出口商品基数更大而获得更多的福利水平提升。
接下来我们将视角转向各国内部。 由国家福利函数的构成可知， 对任何一国而

言， 双边关税减让所产生的额外福利都会在企业、 消费者和财政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分别表现为企业利润、 消费者剩余和关税收入的增长）。 由于关税谈判是一个连续

的过程， 则在关税的累积净减少量为 ｘ 处， 国家 ｉ 内三者的边际福利增量分别为：

　 　 　 　 　 　 　
Πｉ ｔ∗ｉ － ｘ， ｔ∗ｊ － ｘ( )

ｘ
＝
α － ｃｉ
３

＋ ｘ
２

＞ ０

　 　 　 　 　 　 　
ＣＳｉ ｔ∗ｉ － ｘ( )

ｘ
＝
α － ｃｊ
６

＋ ｘ
４

＞ ０

　 　 　 　 　 　 　
ＴＲ ｉ ｔ∗ｉ － ｘ( )

ｘ
＝ －

α － ｃｊ
６

－ ｘ ＜ ０

由此可知， 一方面， 尽管国家 ｉ 的总体福利水平从双边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了增

长， 但这种增长是以财政部门关税收入的减少为代价的。 另一方面， 福利增进在企

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分配也不均衡———若国家 ｉ 掌握技术优势 （ｃｉ ＜ ｃｊ） ， 则在关税谈

判的任何时点， 企业利润的边际增长都超过消费者剩余； 若国家 ｉ 的技术相对落后

（ｃｉ ＞ ｃｊ） ， 则情况较为复杂： 当两国的技术差距很小时， 企业利润的增长仍始终占

据主导地位。 然而， 随着技术距离的逐渐增大， 在关税谈判初期， 消费者剩余的边

际增量将超过企业利润， 但二者之差会随着谈判的推进而变小， 并在谈判结束前改

变符号。 另外， 当成本劣势充分大时， 消费者剩余取代企业利润， 成为贸易自由化

福利的主要吸收者②。 这一结论与一般经济直觉相符： 技术占优国家的出口潜力更

强， 因此， 在两国同时削减等量的关税后， 相较于进口扩张带来的消费者剩余的增

长， 由出口增加引致的企业利润的提升在总福利增量中占据更大份额。 即使一国的

生产技术相对落后， 在这种落后并不明显的情况下， 由于企业利润对出口扩张的反

应比消费者剩余对进口增加的反应更加敏感， 尽管在谈判初期， 大部分由双边贸易

自由化产生的额外福利可能流向该国的消费者， 但最终企业利润的增长速率仍会超

过消费者剩余。 只有当技术显著地落后于他国时， 由于相互减让关税前进口规模远

超出口， 在等量扩张的条件下， 消费者剩余的增长才成为国家福利增进的主要形

式。 基于以上分析， 可总结出如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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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给定谈判进行至当前阶段一国关税的累积净减少量 ｘ ， ｘ∈ ０， ｍｉｎ
α － ｃ１
３ ，

α － ｃ２
３{ }( ) （基于各国减让后

的进口关税始终为正的假定）， 并不失一般性地假设国家 １具有技术优势 （即 ｃ１ ＜ ｃ２） 。 记国家 ｉ 在关税削减

过程中的总福利增量为 ΔＷＥ
ｉ ， ｉ∈ Ｂ ， 则有 ΔＷＥ

ｉ ｘ( ) ＝ ∫
ｘ

０

ＭＷＰＥ
ｉ （ｘ）ｄｘ 。 由于 ｃ１ ＜ ｃ２ ， 对∀ｘ∈ ０， ｘ]( ， 都

有 ＭＷＰＥ
１ （ｘ） ＞ ＭＷＰＥ

２ （ｘ） ， 这意味着 ΔＷＥ
１ ｘ( ) ＞ ΔＷＥ

２ ｘ( ) 。
参见备索资料以了解更多技术细节。



命题 ２： 若遵循同等减让规则， 相较于技术落后的国家， 技术占优国家在双边

关税谈判中将获得更多的福利增进。 对任意一个国家而言， 由关税谈判驱动的国家

福利水平提升总是以财政部门关税收入的减少为代价。 若一国的技术占优， 则相较

于消费者群体， 额外的福利在该国内更多地被企业以利润增长的形式吸收； 若一国

的技术占劣， 则该国企业利润的增长在两国技术距离较小时仍会超过消费者剩余，
但随着技术距离的增大， 两者的差距逐渐缩小并最终被逆转。

２ 情形二： 平衡减让

平衡减让要求双方根据各自当前进口量的多少决定关税的削减幅度， 以使给予

对方的关税优惠在总量上保持一致。 Δ ｔ′ｉ 为国家 ｉ 关税的累积净减少量 （Δ ｔ′ｉ ＞ ０） ，
平衡减让意味着 Δ ｔ′ｉ ｆ∗ｊ ＝ Δ ｔ′ｊ ｆ∗ｉ ， 即：

Δ ｔ′ｉ
Δ ｔ′ｊ

＝
ｆ∗ｉ
ｆ∗ｊ

＝
α － ｃｉ
α － ｃｊ

（１１）

令 Δｔ′ｉ≡ α － ｃｉ( ) ｋ ， ｉ∈ Ｂ ， 其中， ｋ 是恒为正的比例系数， 用于刻画在平衡减

让条件下双边关税削减的幅度。 在关税减让路径上， 当双边关税组合达到

（ ｔ∗ｉ － Δ ｔ′ｉ， ｔ∗ｊ － Δ ｔ′ｊ ） 时， 类比式（８） 可得国家 ｉ 的福利水平（用ＷＢ
ｉ 表示） 为：

　 　 ＷＢ
ｉ （ｋ） ＝ Ｗｉ（ ｔ∗ｉ － Δ ｔ′ｉ， ｔ∗ｊ － Δ ｔ′ｊ） ＝

　 　 　 　 　 　 　 　 Ｗｉ

α － ｃｊ
３

－ （α － ｃｉ）ｋ，
α － ｃｉ
３

－ （α － ｃｊ）ｋ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与情形一中的分析类似， 仍然假定关税谈判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因此 ｋ 也是一

连续变量， 并随着谈判的深入而增大。 记国家 ｉ 削减关税的边际福利改进为

ＭＷＰＢ
ｉ ， 类比式 （９） 可得：

ＭＷＰＢ
ｉ ｋ( ) ＝

ＷＢ
ｉ ｋ( )

ｋ
＝

α － ｃｉ( ) α － ｃｊ( )

３
＋

α － ｃｊ( ) ２ｋ
２

－
３ α － ｃｉ( ) ２ｋ

４
（１２）

假定削减后的各国关税始终为正， 可以证明基于双边关税平衡减让的关税谈判

路径是可行的①。 给定比例系数 ｋ ， 两国福利的边际增量之差为：

ＭＷＰＢ
１ ｋ( ) － ＭＷＰＢ

２ ｋ( ) ＝ ５ｋ
４
２α － ｃ１ － ｃ２( ) ｃ１ － ｃ２( ) （１３）

注意到 ｃｉ ＜ α ， ｉ∈Ｂ ， 故 ２α － ｃ１ － ｃ２ ＞ ０。 式 （１３） 表明， 在平衡减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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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证明： 在关税减让过程中各国关税始终为正意味着 ０ ＜ ｋ ＜ ｍｉｎ
α － ｃ１

３ α － ｃ２( ) ，
α － ｃ２

３ α － ｃ１( )
{ } 。 由于 ｃｉ， ｃｊ ＜

α ， 式 （１２） 表明 ＭＷＰＢ
ｉ ０( ) ＞ ０。 若 ｃｉ ＞ ｃｊ ， 则 ０ ＜ ｋ ＜

α － ｃｉ
３ α － ｃｊ( ) ， 注意到： ＭＷＰＢ

ｉ
α － ｃｉ

３ α － ｃｊ( )
( ) ＝

α － ｃｉ
４ α － ｃｊ( )

２ α － ｃｊ( ) ２ － α － ｃｉ( ) ２[ ] ＞ ０由于 ＭＷＰＢ
ｉ ｋ( ) 是线性函数， 在 ｋ 相应的取值范围内恒有 ＭＷＰＢ

ｉ ｋ( ) ＞ ０。

若 ｃｉ ＜ ｃｊ ， 则 ０ ＜ ｋ ＜
α － ｃｊ

３ α － ｃｉ( ) ， 又注意到： ＭＷＰＢ
ｉ

α － ｃｊ
３ α － ｃｉ( )

( ) ＝
α － ｃｊ

４ α － ｃｉ( ) ２ α － ｃｉ( ) ２ － α － ｃｊ( ) ２[ ] ＞ ０

ＭＷＰＢ
ｉ 与 ｋ的线性关系意味着， 在 ｋ相应的取值范围内恒有 ＭＷＰＢ

ｉ ｋ( ) ＞ ０。 综上所述， 对于任意符合条件的

ｋ ， ＭＷＰＢ
ｉ ｋ( ) ＞ ０恒成立， ｉ∈ Ｂ 。 这表明在关税谈判的任何时点， 两国总能在边际上获得额外的福利增进。

证毕。



下， 无论谈判的进程如何， 技术落后国家福利水平的边际增量总是更大。 因此， 在

从双方博弈均衡的位置沿着平衡减让方案所决定的路径向贸易更加自由化的状态转

变的过程中， 技术落后的国家吸收了大部分福利①。 从经济直觉上看， 平衡减让使

两国的关税削减幅度不再独立于各自的进口量。 式 （１１） 表明， 如果一国的技术

相对落后， 则该国从他国的进口量大于对他国的出口量， 作为平衡性补偿， 其关税

削减幅度相对较小。 由于技术落后国家在关税谈判开始前已经大量进口来自技术先

进国家的商品， 因此进口关税下降对本国商品市场的边际影响十分有限， 再加上实

际的削减幅度较小， 关税减让的成本显著地低于由技术先进国家大幅降低关税所引

致的本国商品海外市场迅速扩张的潜在收益。 然而， 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的境况则

恰好相反， 这使得双边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福利更多地偏向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
下面考虑贸易自由化福利在国家内的分配。 与情形一中的分析类似， 在比例系

数为 ｋ 处， 国家 ｉ 的企业利润、 消费者剩余和关税收入的边际增量分别为：
Πｉ ｔ∗ｉ － α － ｃｉ( ) ｋ， ｔ∗ｊ － α － ｃｊ( ) ｋ( )

ｋ
＝

α － ｃｉ( ) α － ｃｊ( )

３
＋

α － ｃｊ( ) ２

２
ｋ ＞ ０

ＣＳｉ ｔ∗ｉ － α － ｃｉ( ) ｋ( )

ｋ
＝

α － ｃｉ( ) α － ｃｊ( )

６
＋

α － ｃｉ( ) ２

４
ｋ ＞ ０

ＴＲ ｉ ｔ∗ｉ － α － ｃｉ( ) ｋ( )

ｋ
＝ －

α － ｃｉ( ) α － ｃｊ( )

６
－ α － ｃｉ( ) ２ｋ ＜ ０

这表明， 在双边关税的平衡减让路径上， 国家总体福利的增长也伴随着关税收

入的下降。 然而， 与同等减让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谁掌握技术优势， 对任意一国而

言， 在关税削减的可行范围内， 企业利润的边际增量均始终大于消费者剩余， 因而

成为贸易自由化福利的主要流向②。 其中的经济学直觉在于： 若一国技术相对落

后， 则该国的出口量相对较小， 但相应地， 其进口国关税削减的幅度更大。 因此，
相较于进口数量的增长， 该国出口规模的扩张更加显著， 这使得企业利润的增长速

率超过消费者剩余。 若一国掌握技术优势， 尽管双边关税减让后出口增量不及进

口， 但较大的出口基数仍使企业利润的增长在关税谈判伊始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
随着两国技术距离的增大， 出口基数的差距也相应地扩大， 并且在双边进口关税保

持为正的条件下， 关税减让的空间也被不断压缩， 这导致即使消费者剩余的增长潜

力更大， 在谈判结束前其边际增量仍不会超过企业利润。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总结

出如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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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给定谈判进行至当前阶段关税减让比例系数的值 ｋ ， ｋ∈ ０， ｍｉｎ
α － ｃ１

３ α － ｃ２( )
，

α － ｃ２
３ α － ｃ１( ){ }( ) （基于

各国减让后进口关税始终为正的假定）， 并不失一般性地假设国家 １ 的生产技术相对落后 （即 ｃ１ ＞ ｃ２） 。 记

国家 ｉ 在关税减让过程中的总福利增量为 ΔＷＢ
ｉ ， ｉ∈ Ｂ ， 那么 ΔＷＢ

ｉ ｋ( ) ＝ ∫
ｋ

０

ＭＷＰＢ
ｉ （ｋ）ｄｋ 。 由于 ｃ１ ＞ ｃ２ ， 对

∀ｋ∈ ０， ｋ]( ， 都有 ＭＷＰＢ
１ （ｋ） ＞ ＭＷＰＢ

２ （ｋ） ， 故 ΔＷＢ
１ ｋ( ) ＞ ΔＷＢ

２ ｋ( ) 。
参见备索资料以了解更多技术细节。



命题 ３： 若遵循平衡减让规则， 相较于技术占优的国家， 技术落后国家在双边

关税谈判中将获得更多的福利增进。 对任意一个国家而言， 由关税谈判驱动的国家

福利水平提升总是以财政部门关税收入的减少为代价， 且相较于消费者剩余， 额外

的福利在各国内部均更多地表现为企业利润的增长。

六、 对 ２０１８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解释

本文以上分析揭示了关税谈判中双边关税减让所产生的福利在谈判双方间分配

不均的现象和成因， 以及这种福利的分配模式如何受到谈判规则的影响。 这为理解

由关税谈判推动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 特别是南北国家间的不确定性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作为近年南北贸易冲突最集中、 最典型、 影响最深刻的案

例， 自 ２０１８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受到各领域的广泛关注。 中美两国频繁的战略

性关税调整以及长达十数回合的关税谈判和经贸磋商是这场贸易摩擦最直接的体

现。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和争端解决的曲折在解释上具有不可避免的复杂性，
但一个尤为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中美两国在 “对等贸易” 上所持立场的冲突。 正如

崔凡和洪朝伟 （２０１８） 所指出的那样， 长期以来我国的官方文件将英文单词 “ｒｅｃ⁃
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译为 “互惠”， 但该词的实际含义更接近汉语中的 “对等”。 这两个词汇

在语义上存在本质的区别： “对等” 侧重于谈判双方在行为 （如关税减让或关税报

复） 上的一致性或相等性， 且这种一致性或相等性通常独立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其

他外部因素。 而 “互惠” 强调的则是谈判结果对于双方均有适当的福利增进， 故

在行为上不必完全相同， 且须充分考虑行为与国情的相宜性 （如发展中国家可在

适当条件下获得关税减让义务的豁免）。 本文的分析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的一种合

理解释是： 自 ２０１８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在经贸战略的意义上， 缘起于中美两

国在 “对等贸易” 理解上的根本分歧， 而这种分歧又根植于双方在相应的谈判规

则下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 在中美关税谈判中， 美国在技术上拥有相对优势， 因

而倾向于主张能使自身获得更多利益的谈判方案， 即强调关税减让程度绝对平等的

同等减让。 对于中国而言， 由于技术上的相对劣势， 采用基于互惠原则的平衡减让

规则更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 美国对于以双边绝对平等为核心的对等贸易原则的宣

扬与推行， 是其试图继续巩固和强化自身在国际经贸格局中霸权地位的战略性举

措， 这自然引起在基本国情和价值理念上存在根本差异的中国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并坚定其对互惠共赢的经贸规则的主张。 从这个意义上讲，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

体， 中美两国在贸易领域的冲突和争端具有可以预见的持续性和反复性， 并将对未

来世界经贸格局的规则和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七、 结　 论

本文运用一个以各国政府和企业作为参与者的两期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分

析了两个进行异质性产品贸易的国家在博弈均衡时的关税选择， 以及两国通过在对

等贸易框架下的关税谈判所达成的关税减让方案使贸易自由化福利如何在两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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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国内部进行分配。 本文的分析表明： 技术差异是导致两国政府在非合作博弈均

衡处关税选择分化的直接原因。 当相互贸易的两种差异化产品的替代性较弱时， 拥

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倾向于设置更高的关税； 而当产品之间的替代性较强时， 技术落

后国家的关税水平则相对更高。 就双边关税减让所释放的额外福利在两国间和各国

内的分配模式而言， 本文考察了基于对等原则的两种减让方式———同等减让和平衡

减让———在商品间交叉价格弹性为零的条件下的福利分配效应。 本文研究发现， 若

采用同等减让方案， 则大部分贸易自由化福利将被技术先进国家吸收。 相反， 在平

衡减让路径上， 技术落后国家的福利增进将更加显著。 对特定国家而言， 国家总体

福利的增进总是伴随着关税收入的减少， 以及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增长。 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 相较于消费者剩余的提升， 企业利润的增长在由双边关税减让产生

的额外福利中占据更大的份额。
本文的结论基于对初始模型的一些重要假设和简化， 其中两个值得注意的是将

政府效用等同于国家福利以及忽略了关税谈判成本。 事实上， 一国政府的目标函数

可能涉及除国家福利之外的其他变量， 例如意识形态、 发展战略和公众形象等。 关

税谈判通常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当其潜在的时间成本足够高时， 谈判双方可

能会改变原有的策略。 适当地放松上述假设可能会使模型带来新的洞见， 这将留待

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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